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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观点

对于古书应知择别
打消凡古皆信心理

至于考群书之所引用，以证今本，也
是问题多多。这是因为古书不免阙佚，加
之传抄之时，畏其繁难，择况删并；校刻
之际，用心不专，刊落不察。余嘉锡举《兔
园册府》为例，说：“又有《兔园》之册，本
出节钞，坏壁之余，原非完帙。 而类书之
采用， 笺注之援引， 往往著者则署为前
人，书名则冠以‘又曰’；于是甲乙相淆，
简篇互混。 ”余嘉锡的话具有警示意义，
对于古书之阅读或引用，应知择别。要打
消凡古皆信的心理。否则会以讹传讹，累
叠之后，则成“又曰”。所以，考释版本，便
成为辨章学术，以避误讹之必须。

做文献研究，对于重构古史，勘误
学术史至关重要。余嘉锡之古书辨伪是
对当时传世古书考订所发现的问题，他
认为做学问要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入手，这是作为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
的治学经验。然而，随着简帛的出土，研
究的领域， 怀疑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固
有的学术定论遭到质疑甚至被推翻。 如
1973 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村 40 号汉墓
发现的竹简《文子》便很能说明问题。 对
于今本《文子》自唐柳宗元始，至宋、元、
明、清多将此指为伪书。 认为与《汉书·
艺文志》所说的不合。 竹简本《文子》多
记楚平王与文子之间问答，此与《汉志》
所叙相吻合，以此似乎可以确证今本之
伪。 然而，经进一步比对，方知今本是将
平王问文子，记为文子问老子，其余与
竹简本相同。 由此，可以认为今本《文
子》尚有部分是原书。 这种对于学术史
的重新修正，是伴随考古学的进展而改
变的，正如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起
大都由于新发现”。 的确，中国的学术问
题，自宋以来就有“辨伪之学”。 19 世纪
末出现对于中国传统古史观的疑古思
潮，古史辨派受到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
献学派白鸟库吉、 法国汉学家亨利·马
伯乐的影响。 冯友兰则提出 “信古、疑
古、释古”的三段论。 王国维提出“古史
新证”。当下又有“古史重建”的提法。而
西方对于文献的考辨有系统的“文献批
评学”。 这些对于古史的认识态度，是一
种求真的科学精神。

学术研究往往停留在材料汇编上
致使对问题认识停留在表象层面

对于文献的考证，犹如“对考古学的
考证”，须持怀疑和再认识的态度。 考古
学家力求用科学的方法再现过去， 但像
侦破案件一样，难免会出现误判。 因为，
我们所拥有的材料永远无法完全以已有
的推找未知的。 除了陆陆续续的考古新
发现在不断地填补或矫正过去的认识，
除此之外，就要依靠文字或文献了，但文

献中的讹误，会起到误导的作用。我们永
远也不会完全知道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
之真正原因，即便是对于史书记载，也需
要怀疑。 因为文字史料往往上胜利者的
记载，存在一定程度的虚假性和主观性，
往往又自相矛盾。 考古学从某种意义上
讲， 也不过是依据实物材料对照文献资
料，努力做到一种有根据的猜测而已，以
尽可能地修正那种“文学性”的偏颇。 因
此， 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就成为诠释
古代问题的一种逻辑。

目前， 学术界较固守于固有的学术
范式，对此，李学勤指出：“我猜想，他们最
忌讳的就是推倒重来，或者认定，任何历
史只有‘续写’，没有‘改写’，即把学术史
的发展仅仅看做史料的增加和细节考证
的转密加详，而不是学术范式的改变。 ”
学界有一种现象， 习惯于以今天的观念
来加给古人， 以今人的思维来理解古代
的现象。 学术研究往往只停留在材料汇
编上， 这样将致使对问题的认识停留在
事物的表象层面。 如研究美术史，不能仅
从风格论上下结论或浅及一般的背景材
料。 举例说明，《韩熙载夜宴图》的年代在
美术史上定为“五代”，但沈从文从制度
上深入考察， 提出了新的怀疑他认为这
幅画中所有男的都穿绿袍， 从制度上来
看， 这可能是北宋初期所画比较合乎实
际。 另外，针对画中人物有双手交叉于胸
前这个动作， 他指出：“按照宋朝新立的

制度，凡是闲者诸人，即不做事的人，都
要‘叉手示敬’。 《事林广记》中提到，什么
叫‘叉手示敬’呢？ 离开胸前三寸，凡是闲
着的，晚一辈的，低一级的，没有事做的，
都要用这个方式表示恭敬。 ”沈从文进一
步指出：“这是宋朝的方式， 一直到元朝
还流行。 这里面还有一个和尚，也不忘这
个规矩， 更增加了这画是宋太祖至宋太
宗时期产生的可能性大一些。 ”还有一点
是，宴会所用酒具和注碗，都是典型的宋
式。 根据这些深层的考察，此画应该产生
于北宋时期，某些方面像《簪花仕女图》
一样可能是运用了前朝的粉本。

以“二重史证”开创
中国史学的新方法

考察学术史也不能仅依靠固有的文
献来构架学术系统， 往往是新材料的发
现，补写甚至是改写了历史。如沈从文完
稿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古代服饰
研究》起初较缺乏上古材料，之后，随着
80 年代初的考古新发现，由王序补写了
史前部分， 也补入了战国时期湖北江陵
马山楚墓发现的服饰、 丝绸材料。 还有
1978 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
量唐代丝织品， 有唐皇室供奉释迦牟尼
佛骨舍利所用的丝织物， 武则天供奉的
蹙金绣裙，织锦金袈裟等。这些发现证明

了沈从文早在 20 年之前所作出的：“唐
代应有织锦物”的推断。

再如， 以文献与实物结合讨论的学
术经典王国维的《简牍简署考》在当时的
年代所依靠的材料只有旧敦煌汉简经卷
之类。之后，王国维提出的“二重史证”即
以 “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
证”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方法，但所运用
的地下材料也仅仅有殷墟甲骨， 商周金
文以及敦煌经卷，流沙坠简等。尚无新发
现的简帛和出土的古书， 其研究方法虽
是把考古引入历史研究， 但其范围仍然
属于以研究文字为中心的新金石学范
畴，还非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 因此，学
术史的进步不仅要依靠新的研究方法，
也有赖于新材料的发现和运用， 两者相
辅相成。

用已知的材料求证或重写学术，是
不必局限于续写之层面的。 重写往往是
认识上的改变， 不是于原本框架中的填
补，它可能导致既有定论的瓦解，可能遭
到攻击；它可能会有大的突破，也可能会
犯大的错误。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学术
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本文部分内容据李零《简帛古书与
学术源流》，余嘉锡《古书通例》，保罗·
G·巴恩主编、郭小凌 王晓泰译《剑桥插
图考古史》，李学勤《重写学术史》，王亚
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等）

著名学者宋伟光：
做文献研究勘误学术史至关重要

治学者未免要引经据典，然而经典之中亦未免不存有讹误。 张之洞谓：“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
列朝去其十之八九矣。”对此，余嘉锡说：“而欲分真伪，则有三法，亦有三难。”他说的三法，一是考察史志及目录，
以定其著者，以及其书是否曾经著录。二是考察本书，以验证其记载之合否。三是考察群书之所引用，以证今本是
否为原书。 然考其目录，则周秦之书也不一定皆为手著。《汉志》所载姓名不一定全属著述者。 余嘉锡认为：“其他
史志及目录所载书名撰人（《新唐书》及《宋史·艺文志》）皆不免有讹误。 ”而考其本书以验其记载是否合适，则会
遇到古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问题：“或竹帛著自后师，或记叙成于众手，或编次于诸侯之客（见《史记·信陵君
传》），或定著于写书之官（刘向）。 ”出处如此多端，必然会使逸事遗闻，残篇断简，并登诸油素，积成卷帙，导致：

“故学案与语录同编，说解与经言并载。 ”更有甚者：“又笺注标识，混入正文，批答评论，咸从附录；以此语不类其
生平，事并及于身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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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中国工艺美
术学会雕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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